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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民不信任台灣司法

中華民國第 14 屆總統蔡英文於 2016 年 5 月 20 日發表就職演說時，提及：

「司法無法親近人民、不被人民信任、司法無法有效打擊犯罪，以及，司法失

去作為正義最後一道防線的功能，是人民普遍的感受」、「我們會在今年十月

召開司法國是會議，透過人民實際的參與，讓社會力進來，一起推動司法改革。

司法必須回應人民的需求，不再只是法律人的司法，而是全民的司法。司法改

革也不只是司法人的家務事，而是全民參與的改革。這就是我對司法改革的期

待。」總統這一具體的政策主張與宣示，開啟了我國新一波的司法改革契機。

然而，如果我們不能真正理解當前台灣司法的問題與困境，所開出來的藥

方不僅不能藥到病除，甚至可能加劇「人民不信任司法」的病情。是以，掌握

台灣社會的法治與文化發展脈絡、認識台灣司法的生理與病理，以及檢視過往

司法改革的經驗與困境等等事宜，應該是我們推動司法改革的第一要務。就

此，本文擬以下述二個實際發生的司法案例，作為相關論述的基礎：

案例一：「恨那些害死我們的法官」，這是 2009 年間某日各大報新聞報

導的標題。報導內容指出：一對因為涉嫌幫助詐欺罪遭法院判刑的年輕夫婦，

偕同患有憂鬱症的大姨子及二個月大的女兒燒炭自殺，最後只有莊姓丈夫獲

救。自殺者在遺書中指控：「法官只會叫我自己去找對自己有利的證據，而他

們法官只要我們找不出來，就只會判刑。法官只會用『不詳』、『某某』這種

字眼就可以判我罪，都不用去找事證……最後，爸、媽如果要怪、要恨，就去

恨那些害死我們的法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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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發生於 2015 年 6 月間，造成重大人員傷亡的八仙塵爆案於一審

宣判時，法院針對玩色創意負責人呂○吉涉犯業務過失致死罪行，判處 4 年

10 月。對此，許多被害人及其家屬紛紛表達不滿，有家屬痛批：「人命不如

狗命」、「情何以堪」；也有傷者的父親說：「法律明明是一罪一罰，四百多

人受傷，15 條生命就這樣消失，卻只有判 4 年 10 個月，實在判太輕」；全身

70�％燒傷的黃小姐則說：「呂○吉應該要判無期徒刑」。

二、台灣社會官本位、依情理斷案、嚴刑峻罰的文化底蘊

這二則新聞報導所涉及的司法案件，都與刑事審判有關。雖然我國將人們

發生紛爭所涉及的法律責任，區分為民事、行政及刑事責任，並因此有對應的

民事訴訟、行政訴訟與刑事訴訟等三種審判模式，以及不同的審判機關（分別

由民事庭、行政訴訟庭、刑事庭法官承審）；但最能牽動一般國民法律感情、

最能引起一般人民批評的審判行為，絕大多數與刑事審判有關。而證諸人類歷

史發展經驗，這雖然是各國普遍的現象，不過台灣因為屬於華人社會的一環，

傳統中國法的「刑罰國家」思維，無疑是其中重要的因素。

台灣的法律文化具有多源性，主要人口―漢人移居自中國大陸，傳統中國

法曾經是這塊土地多數居民共同的行為規範與習慣，台灣社會自然傳承了這種

法治文化。談到法治文化與法律意識，華夏先民並未把「法」當成是一種抽象

的是非善惡判斷標準，而只是東漢許慎所說的：「法，刑也」，也就是刑 = 法

= 律，視法為刑，視法為禁，視法為「王者之政」，法律的刑法化，刑法的刑

罰化。其後，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整個君主專制的統治秩序，就依賴

儒家學說發展出來的「禮教綱常」為主要的指導原則。

隋唐之後，透過科舉考試選拔執政官員，儒學成為考試取材之用，儒家倫

理成為傳統中國法的意識型態。科舉制度僅是一種官方的人才考選制度，將求

取知識與為官仕途結合在一起，「學而優則仕」一直是非常明確的求學目標，

科舉取士把所有年輕人的熱情與希望都引導到通過考試、當官，「萬般皆下品，

唯有讀書高」，不僅形成強有力的「官本位」傳統，也使法律變成一元化。（何

勤華、賀衛方、田濤，2014：76-78）而為了準備科舉，人們必須熟讀古代經

典著作及儒家註釋學說，準備考試的過程成為考生潛移默化的「儒家化」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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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派別學說，尤其是名學（邏輯學），因為儒家、道家對於這類「巧言令色

之徒」嗤之以鼻—只見邏輯不見是非，乃是危害社會秩序的害群之馬—遂令強

調理性思辨、與法律發展關聯非常密切的邏輯學，二千多年來在中國歷史上成

為極不發達的領域。

在傳統中國法中，立法、司法、行政三位一體，不論是中央的皇權，還是

地方的「父母官」，所肩負的任務主要是行政事務，司法活動只是其行政事務

中的一環。對父母官而言，每一次的司法活動都會有行政問題的考量，即使是

針對個案的法律解釋，其目的不是尋求個案中的「真理」，也不是為了尋求所

謂的「是非分明」，而是經由妥協而平息矛盾，達到無訟。1 作為「法官」，

同時又是「行政官」，「父母官」所要解決的問題不僅是兩造之間訴訟糾紛的

是非曲直，同時也要關注經由該案可能發揮的長遠效果，例如能否經由該案解

決長久的風土民情，對轄區內人們的行為發揮起示範的作用？能否經由這判

決，使地方秩序長久地安定（無訟與否，乃其重要考績）？也因此，在官府眼

裡，為了發揮其威攝與教化的職能，成文法條可以靈活運用，依情理斷案的結

果，裁判的不確定性自是理所當然。（李啟成，2007）

在民國建立以前，傳統中國法的的特色是：「君權至上」是各項法律制度

的最高原則，法律是君主行使其權力的一種工具，皇帝掌握最高審判權；宗法

（血緣）倫理、身分等差的法定特權，不同身分、等級的人在法律上的地位各

不相同，官吏、鄉紳、家長在訴訟上各享有一定的特權；德主刑輔、無訟息訟、

依情理斷案，出乎禮而入於刑，官、民間擬制為「父子關係」，父母官追求的

是「無訟」社會，官府的作為必須順應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因此必須依

情理而非法律邏輯斷案。而清末民初變法圖強繼受西方法制，把變法當成國富

民強的一種手段工具，就不可能真正推動西方憲政民主的法律制度，也不可能

深刻去檢討傳統中國法的優與劣。傳統中國社會將刑法充當統治者工具，採行

嚴刑峻罰的文化傳統，繼續宰制著民國成立以來的法制。

1 一個儒家的地方官，同時也應是一個道德高超的君子，應該作為「父母官」治理孩子般的「良民」。

在他的統治下，社會和睦安寧，很少發生糾紛，只有少量訴訟乃至無訟。如果出現濫訴，其起源

會被看作是「訟師」、「訟棍」或「衙蠹」，而訴訟當事人自身自然就是「小人」、「刁民」，

父母官必須予以約束或抑制。參閱黃宗智（2009：431-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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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憲政民主社會中的司法

眾所周知，今日我們所認知的憲政民主、人權保障等思維，來自西方社會。

而西方法治文明來自希臘羅馬文化、來自基督教文明。希臘羅馬文化本來就是

私法發達，強調契約對等，以個人為本位，法律是人類共同理性的體現，將法

律視為神意的表現―柏拉圖在〈法律篇〉的開篇，即將法律視為神意的創造，

提到：「米諾斯就到他父親宙斯那兒去請教，根據神諭為你們的城邦制定法律」

―因此，對於代表神意的法律的遵從，自是打從心坎裡認同。在基督教成為羅

馬國教後，皇權、教權分立，慢慢演變為法律至上、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啟蒙

運動後，民主共和、人權保障、權力分立、罪刑法定、契約自由等等，更成為

憲政民主國家共同的準則。基督教文明相信人是被上帝所造，具備上帝所賦予

的氣息與形象，人的自由與尊嚴是不可被其他人剝奪的，這是西方人權與公民

社會的基礎。

相較之下，傳統中國始終是一個君權至上、官（權力）本位、家族主義、

法律刑法化的「刑罰國家」。儒家認為人性本善，人人可以成為聖賢，把皇帝

當作聖賢看待，皇帝可以占有所有的權力，沒有人可以監督、約束皇帝的胡作

非為，東方專制主義由此出現。任何人在任何時候都沒有說過成文法是來源於

神，法律一經產生，它就既不是被用來鞏固傳統的宗教價值，也不是被用來保

護私有財產，其首要目的反而是政治性的，即強化對於社會的政治性控制。（荊

月新，2014：199、205）再者，儒家文明建立在尊卑觀念上，人的存在價值由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級秩序與倫理道德所決定，則人只有在這個

社會關係中才有價值，這個社會成員就只能是從屬於當權者的順民。是以，人

們厭惡、心裡百般不願遵從「統治者工具」的法律，也就勢所必然。

雖然直到美國革命才貢獻「憲政」一詞，但自 12 世紀起，所有西方國家，

甚至在君主專制制度下，「法律高於政治」這種思想即已普遍存在。人們認為

君主可以制定法律，但他不能專斷地制定它；他應受法律的拘束，除非他合法

地修改了它。（伯爾曼，2008：9）而法官獨立性的歷史是與法官的歷史一起

發展，更是隨著憲政理念的興起而逐漸獲得確認。沒有憲政，就不可能有司法

獨立。憲政有名無實，司法獨立也只能是有名無實。至於一國是否是憲政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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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不在於有無一部憲法。因為憲法只是一些與實際政治尚未發生關係的抽象

原則的總稱，只是「書本上的憲法」；憲政則是實際政治受憲法或法律的抽象

化原則支配的結果，或憲法的抽象原則在實際政治上的具體化，可謂是「在實

際政治上已發生作用的憲法」。

不論是 1215 年英格蘭《大憲章》的頒布，還是 1791 年美國《權利法案》

的制定，目的都在於防止政府濫權，俾以確保人權。這種以限制政府權力、透

過權力分立制衡機制而建立有限政府，俾以保障人權的憲政主義，淵源於希臘

羅馬文化、基督教神學信仰，並在美國獨立與法國大革命之後，獲得進一步的

強化。1948 年聯合國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以及 1963 年據此通過的《公

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與《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則是人權的更一

步具體化與普世性。在西方法治文化的發展過程中，有無獨立於行政、立法權

而存在的司法權，與人權能否獲得保障息息相關。司法也就不再是維護統治階

級秩序的工具，而是以節制行政、立法的濫權，保障人民的自由、財產權為要。

四、人民誤解司法？台灣律政未與時俱進？

民國成立迄今已百餘年，雖然我們繼受了西方社會的憲政架構與訴訟制

度，但法律作為精神信仰的地位，以及自由、正義與憲政民主等等被視為普世

價值的觀念體系，並沒有為我們所完全接受，內化為行為準則與價值信念，而

只是一些概念與術語的搬用。由於缺乏西方基督教社會強調理性、將法律視為

神意的表現的傳統，法律工具主義在我們的社會始終甚囂塵上。何況二千多年

來「官本位」的社會意識，我們不曾對司法權何以應當與行政權相互分立作出

嚴肅的討論，不曾在司法人員的選任標準、權力行使、機構的內部管理模式上

作出有異於行政權的安排，以致法官、檢察官們在績效管考、人事階級與升遷

圖的安排下，無視人權保障、獨立審判的本旨，並以「做官」、「做大官」作

為人生競逐的目標。

尤其自訓政時期以來，直到 1991 年動員戡亂時期終止以前，國民黨始終

採行的是「以黨領政」、「以黨治國」政策，憲政民主國家所應具備的主權在

民、人權保障、國會定期改選、首長任期制、分權制衡、審判獨立等制度架構，

始終不曾存在。長期的威權統治，政治力全面控制國家、社會各領域，審判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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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獨立。為了整肅政治異己，確保它的高壓統治，國民黨政府必須掌控司法體

系及檢警調，原本應以捍衛正義為職志的法官、檢察官，成為統治者的工具、

幫兇。在民主轉型後，於推動轉型正義時充滿妥協、和解的特性，既然不追查

元凶，甚至還授予特務頭子爵位勳章，則作為威權體制時期幫兇的法院、檢警

調的改革――包括人事清查、制度改革，也就缺席了。

這意味著我們雖然自詡以分期式、避免暴力革命的方式完成民主轉型，但

分期式改革總要付出利息。尤其長期以來未曾推動轉型正義的結果，許多專制

威權的意識型態未曾被徹底地揚棄，許多傳統中國法所強調的三綱五倫生活價

值觀，至今也並沒有因為現行法律體制的歐陸化或美國化，而遠離我們的日常

生活。一般人的想法很多還深受儒家文化或對於法律想像功能的影響，在生活

的各種衝突事件或法院的審判中，傳統中國法制的價值與理念總會在某些特殊

事件突然呈現，影響著人們對於事情的處理態度。（陳惠馨，2014：3-12）例

如死刑是否廢止、通姦應否除罪化、應否肯認性交易等等。

因此，如果台灣社會要鞏固憲政、深化民主，重建分裂社會族群穩定與和

諧的未來，即必須轉換、調整我們既有的政治文化與價值信念。當然，這一切

的一切，都必須建立在了解自身傳承了怎樣的價值信念與法治文化的基礎上。

不然，類似國立中正大學未區分行政、司法機關功能的不同，將法院誤認為是

掌理治安的機關，因而得出台灣社會有八成四民眾不相信法官、司法公信力低

落的民意調查，2 也就會一再誤導人們對司法的印記。而對於台灣社會的法治

文化有了這些基本認識後，才能洞悉前言所提二個案例背後涉及的文化因素與

深層問題。

以案例一而言，這位指控司法不公者遺言所提：「法官只會用『不詳』、

『某某』這種字眼就可以判我罪，都不用去找事證」，基本上是在指摘法官並

沒有貫徹無罪推定原則，而只會用推論的方式。其實台灣司法實務類似的「冤

2 國立中正大學犯罪研究中心每年發表「全國民眾犯罪被害暨政府維護治安施政滿意度調查」，以

2015 年為例，關於法院部分，只有一個題目：「就過去一年（104 年）來說，請問您對法院法官

可以公正公平審理、判決案件的信心程度為何？」完全沒有進一步詢問受訪民眾影響他對司法信

心的主要因素是什麼，而只是單憑感覺回答。這種完全喪失客觀性的訪題設計，這幾年來卻成為

台灣社會評判司法公信力的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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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不少，這也是筆者批評：「雖然法官是人不是神，不可能有機會體驗、了

解不同社會階層人士的生活經驗與模式，但應基於同理心，嘗試去了解社會不

同層面的人的生活經驗與經濟困窘狀況。尤其許多人在長期失業的情況下，他

對於職缺的渴欲，恐怕不是高坐法庭的我們可以體會的」的原因所在。（林孟

皇，2016）而在當前的許多司法案件中，仍可發現法官是依情理判案，而非證

據裁判；更遑論檢察官可召開所謂的「偵查庭」，高坐其上，某些人還自以為

包青天在世的教訓當事人了！

至於案例二部分，呂○吉涉犯業務過失致死罪行，被害人或其家屬所言：

「一罪一罰」、「無期徒刑」等等字眼，確實都是法律專業用語；而他們自己

或家人所遭受的身心之痛，我們也可以深刻體會。但他們的主張及訴求，法院

依法判得下去嗎？刑法第 276 條第 2 項業務過失致死罪的法定刑為「5 年以下

有期徒刑或拘役，得併科 3,000 元以下罰金」，而呂○吉的業務過失行為只有

一個，法官依法審判，4 年 10 個月已接近法律所明訂有期徒刑 5 年的上限，

要求法官「判無期徒刑」，明顯是要法官枉法裁判。這個案例並非特例，2017
年台南市長賴清德批評法院在維冠大樓倒塌案的判刑太輕、與民意落差太大，

也是類似的情況。

當前台灣社會常有「判決不符國民法律感情」的批判聲浪，這與紛爭解決

訴諸直覺的正義觀念與素樸的公正意識等傳統中華文化因素，大有關連。也就

是說，傳統華人社會採行的直覺、類比、籠統與整體性、感性化的思維方式，

一向主張天理、國法與人情是三位一體，主張三者結合才可以判斷是非善惡與

法律責任歸屬，許多民眾看待司法案件時，遂講究情理、主觀臆斷與經驗直覺，

而非理性、邏輯的分析與證據證明。因為未具備理性思辨、獨立思考的公民素

養，不知法官從事審判時要受法律所規定的要件、刑度的限制，以致易受輿論

的誤導。事實上，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造成八仙塵爆、維冠大樓倒塌等類似大

規模傷亡的業務過失犯行，只判處 5 年有期徒刑，明顯是罪刑不相當，而外國

對此有加重刑責的類似立法例。（林忠義，2016）因此，根本問題在於台灣律

政未與時俱進，我們這部制定於 1935 年的刑法早該大幅翻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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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999 年全國司改會議的召開及其問題

1990 年代台灣政治與社會開始轉型，當環保、勞工到學生等各個領域都

開展改革運動時，法院、檢察體系卻幾乎感覺不到這股社會風潮，加上當時的

社會大眾也不覺得司法改革具有優先性。於是，在整個法律人社群（審、檢、

辯、學）的改革中，法院、檢察體系最後才開始轉型，而且一開始的許多改革

是由基層法官、檢察官所推動。例如，1993 年起以臺中地方法院為首的法官

集體發起一系列運動，這包括：發起還我自治權運動，要求法官事務分配應由

法官會議決定；推行「箱子還您、獨立還我」的廢除送閱制度運動；參加司法

院人審委員選舉，破除法官陞遷途徑圖；推動司法預算獨立入憲的請願活動。

這一系列運動主要是把法治作為一種動員的策略（要求回歸法制，而非修改、

制定法律），雖然可以取得一定的成效，卻因為無法引起更深刻的討論、無法

連結更大的改革勢力，以及可運用此策略的改革目標相當有限，以致有它的侷

限性。（王金壽，2008：141-147、150）

執政者想藉由召開司法改革會議來凝聚各界共識、推動改革，在中華民國

憲政史上已有多起。遠的不談，從民主轉型開始，自林洋港以降，歷任的司法

院長施啟揚、翁岳生、賴英照、賴浩敏等人，除賴英照不曾召開之外，其餘院

長任內都有大小不等的司改會議，而其中以 1999 年全國司法改革會議對當代

台灣司法走向最具影響力。這場會議的催生，導因於 1997 年 5 月 8 日民間司

改會、全國律師公會聯合會、台北律師公會、台灣法學會及法官協會等 5 個法

律界團體共同拜會李登輝總統，除請求李總統支持並推動「司法預算獨立」入

憲之外，並希望李總統親自召開全國司改會議，李總統當場允諾，並指示施啟

揚院長與 5 團體磋商在半年內召開。其後，因為司法院不同意民間團體所主張

「為避免官方以表決方式操縱會議，籌委會及司改會議官方人士不宜過半」，

以致無疾而終。（陳傳岳，1999：52-53）

由於官、民（或朝野法曹）的爭議，翁岳生院長於 1999 年 2 月上任後，

積極籌組司改會議。為了會議的順利召開，在籌委會人員組成（朝野各 6 人，

或審檢辯學各 3 人）、會議規則與大會結論的形成（法務部代表反對以多數決

對檢察、刑事訴訟制度作成決議，乃制定出複雜且實質賦予法務部長擁有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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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的機制）都做了相當程度的妥協。由於這次會議是法界菁英所主導（全部

125 位會議代表中，僅有 15 位所謂的社會賢達），缺乏人民的參與，其政策

形成的正當性備受質疑，更陷於法律人的本位之爭。例如，針對「研採起訴卷

證不併送制度」、「強化制衡檢察官不起訴之機制」等議題，儘管絕大多數代

表投票贊成，卻因為檢察體系基於本位立場，在法務部長葉金鳳行使否決權的

情況下，未能成為會議結論。

再者，台灣是繼受法國家，法制改革偏向英美法（日本）或歐陸法（德

國），對於另一法系學者權益影響甚大，例如刑事訴訟是否改採當事人對抗制，

留美日、留德學者爭議甚大，而學術界對於司法實務界一向深具影響力。另外，

由討論的議題，諸如：司法院定位、人民訴訟權保障、人民參與司法審判、民

事訴訟制度的改革、合議制度的落實、刑事訴訟制度的改革、刑事法庭席位的

改造、強化檢察體系並提昇犯罪偵防能力、法官與檢察官的人事改革、法官與

檢察官的評鑑、監督與淘汰、律師制度的改革等等，顯然完全聚焦於法院、檢

察與律師界的人事、組織，以及訴訟制度的變革。至於在第一線與民眾接觸、

被民眾誤解為「司法」一環的警察、調查局體系，或是上游的刑事政策、獄政

等問題的檢討，則完全付之闕如。

儘管許多問題懸而未決，這次會議畢竟通過了許多重大決議，卻始終無法

落實。學者分析其中的困境，包括：欠缺立法部門支持、政治部門助力、社

會輿論奧援、明確法源基礎、紮實研究基礎等等因素。（許政賢，2010：171-
178）也就是說，因為紊亂五權憲政體制、院部之爭、學門（留學背景）之爭、

朝野（法官、檢察官、律師）之爭、中央地方利益（律師公會）之爭，加上人

民對於法治、司改議題的冷漠，在沒有選票、無法從事資源分配，又不得從事

人事關說的情況下，政治人物棄之如敝屣，於是許多司法改革法案延宕立法。

以《法官法》的制定為例，1988 年開始研議立法的初衷，本是為了確保

審判獨立、強化法官自治、評鑑與汰除不適任法官、廢除法官職等（貫徹法官

無大小）及考績制度，同時摒除傳統華人社會「官本位」的社會意識所可能對

於法官「內在獨立性」的干擾而設計，卻直至 2011 年汰除不適任法官浪潮下

始完成立法。至於像我國所獨有、源自孫中山遺教的雙元司法行政系統、舉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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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比例的終審法院法官員額（依各國人口數比較得出，員額多的目的在滿足

法官「做大官」的需求）、準學習司法官必須在法務部司法官學院接受「司法

醬缸文化」――重倫理、期別、判例文化與裁判格式的洗禮、薰陶等等，則迄

今未變。

尤其台灣社會歷經威權統治，民主轉型後卻始終未曾戮力推動轉型正義工

程，這意味我們無法像東歐國家在民主轉型後對於法官、檢察官的人事進行清

查。於是，決定法律樣貌的法官與公義代表人的檢察官還是不知堅守憲政制度

權力分立下應有的權限份際、不能以法律理性克制自己追求實質正義的內心狂

熱、未曾將西方法治文化中的法律至上、自由、平等、權力制衡與罪刑法定等

理念內化為自己的職業信條，而沿襲傳統中國社會「官僚主義」、「近親繁殖」

的慣例，並時時以捍衛官權、充任權力者的護衛機器為要；加上多數人民仍以

傳統君主專制與儒家倫理社會下的司法形象、價值觀看待法官、檢察官工作，

司法的獨立性與公正性無法獲得信賴，也就成為台灣社會的歷史共業。

六、2017 年司法國是會議的特色與使命

司法權肩負定分止爭、維持社會秩序的功能，如今卻公信力低落，本身成

為爭議之所在；而且證諸過往的憲政經驗顯示，司法院作為獨立機關，要整合

協調其他憲政機關共同推動司法改革，根本欠缺充分必要的政治能量，尤其在

我國這個所謂的「五權憲政」體制下；再者，全面徹底的司改是長期艱鉅的

社會工程，不僅涉及法律層面的制度改革，也包括與政治、經濟、社會、文化

等層面的互動關係，更牽動權力調整及利益重新分配等問題，影響層面深遠，

絕非司法院可獨力承擔；何況民眾心目中的「司法」問題，有絕大多數涉及其

他機關的職權。在司法公信力低落已衍生嚴重的國安問題時，該如何化解這困

局？

憲法不可能因為將司法院設定為獨立機關，就阻止人民透過其他憲政機制

去變革有待改革的司法現狀。而有權會商解決憲政機關爭執的總統，正是這個

憲政機制的樞紐！司法改革再難、再多阻力，肩負廣大選民深切期盼的總統，

沒有逃避的藉口與理由。因此，總統指示召開司改國是會議，並願意自任召集

人，以便提供改革過程中必要的政經資源、調和可能的機關爭議，並開啟公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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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及對話的機制，為司法改革帶動、注入必要的社會能量，不僅符合了人民

改革司法的期待，也是憲法回應社會變遷與需求的結果。是以，這次司改國是

會議的最大特色之一，就是由總統親自召集，這是過往的類似會議所沒有的。

其次，這次會議的另一特色，在於從一開始籌備委員會的組成，到全體

101 位委員的出線，一再強調、貫徹非法律人的委員應超過半數。非法律人參

與的意義，在於司法改革不是法律人的自家事物，如此才能打破法律人的本位

思維，從主權者―人民的角度思考，建構一個服膺人權保障、憲政民主的司法

體系。尤其當前社會雖然日趨高度專業分工，法律、司法也發展成一門非常專

業的學術領域，但司法終究是為人民而存在的，已有越來越多的社會議題透過

訴訟的方式進入法院，司法成為社會價值秩序的最終決定者，所為的裁判或決

定影響人民權益至深且鉅。由非法律人過半數的委員來審議司改問題，即可打

破法律人向來法言法語的論述方式，重新建構司法與社會大眾溝通對話的機

制。

同時，為避免法律人的本位立場，雖然審檢辯學各有 10 名代表，但審檢

辯學各僅有 5 名代表是票選產生，其餘 5 名委員則是由籌委會推薦，這意味他

們所代表的，並不僅是法官、檢察官、律師的意見，而是公共知識份子的聲音。

而司法冤案受害者與司法院副院長一同議論司改，凸顯的是掌權者的謙卑與自

我覺醒；被害人家屬與加害者的辯護人出現同一個會議場域，則在彰顯理性對

話。又受刑人成為司改委員，除了表示台灣社會的包容、願意給予犯錯者改過

自新的機會之外，受刑人與其他訴訟參與者的一同獻策，也表示我們重視所有

司法機制使用者的意見。至於監獄管理員同列委員之一，其上司卻成為被要求

提出檢討報告的人，則申明台灣社會將不再是官本位、官大學問大的社會。

再者，這次會議所要討論、處理的，從一開始籌委會公布的 20 大項、96
個子議題，到後來各分組決定增加討論的，總數可能會超過 100 個議題。這些

議題除了是由各機關團體提出之外，也向社會大眾徵集。因此，這次會議不再

只是談法官、檢察官、律師、法學界的人事、組織及訴訟制度的變革，而是從

源頭去探討刑事政策（如反貪腐法制、重刑化政策、毒品政策）、犯罪預防與

管理、司法文書與司法語言、犯罪偵查輔助機關（如警察、調查局、廉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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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科學與鑑定機制，以及下游的獄政、誤判賠償與覆審，甚至是被害犯罪人

保護、人民參與司法（不起訴、審判的參與）、弱勢族群在司法中的處遇等等，

都予以納入討論，希望一舉翻轉台灣社會對「司法」的印記。

另外，這次會議倡議「全民參與的司法改革」，因此始終積極向社會各界

徵集意見、請求推薦人選，並要求司法院、法務部等權責機關提出檢討報告、

政策說貼。而拜網路科技之賜，總統府一開始即架設專屬的網頁，開放讓社會

各界討論，其後籌委會、各小組歷次會議逐字稿的公開，以及各小組會議全程

錄影的上網，在在都是彰顯公開、透明、參與。又從籌委會組成到總結會議的

完成，預計超過半年以上；加上從分組會議結束，再預留至少一個月時間供社

會各界表示意見，也是期望所做的決策能更周延、深思熟慮。同時，以各分組

至少各 6 次會議、可能增開的會議，加計 2 天由總統親自主持的總結會議，這

樣的人力、組織動員能量與討論廣度，顯然不是 1999 年 3 天的全國司改會議

所能比擬的。

總之，這次司改國是會議由總統親自召集，總算取得政治奧援的基礎；而

超過半年、數十場的會議，也擺脫「大拜拜」、「煙火秀」式會議的譏評；至

於非法律人過半的委員組成方式，以及採過半數、記名的表決及會議轉播錄影

等方式，都是在督促與會者拋開本位、向歷史負責。然而，做成各項會議決策

的畢竟是與會委員，而且法律人彼此的人際網絡複雜、人情羈絆不少，又深具

社會影響力，則在這個實際上還是法律人「主導」的司改場域中，與會者必須

秉持議事準則所提的「理性」、「獨立」、「寬容」來參與討論，才能在這個

折衷式、帶有審議民主色彩的會議中獲致豐碩的成果，從而讓這個欠缺法源基

礎的會議所做成的各項結論，贏得社會各界的支持並催促立法部門完成立法。

七、結論

現代民主法治國家奠基於國民主權，而司法是政府體制的一環，自然是為

人民而存在，應始終以捍衛民主、守護憲法、保障人權為依歸。然而，由於不

曾戮力推動轉型正義工程，以致近幾十年台灣社會雖然逐步走向民主化，看得

見的憲政體制很快地轉換或被創建出來，但看不見的人的精神世界與思維方

式，卻仍籠罩在昔日威權體制與文化認同之下。因此，與司法相關的法院、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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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調查局、廉政政風、警政、矯正等系統在官本位的思維下，成為國家的主

人，似乎自身組織有獨立存在的價值；人民反淪落為客體，成為權力宰制的對

象。原本是保障人權的手段工具―審判獨立、檢察中立，竟成為不受民主問責

的護身符，以致濫權追訴不斷，審判獨裁、檢察獨霸。而社會大眾也普遍缺乏

公民素養，思考邏輯與價值判斷深受傳統中華文化的影響，承繼威權文化的遺

緒。

以上種種，都是台灣司法公信力不彰的深層因素。這說明司法改革一如教

育改革，它不像政治改革是由「比拳頭」改為「數人頭」般容易，而是長期、

艱鉅的社會改造工程，不僅涉及法律制度、司法體系的改造，也牽動權力的調

整及利益的重新分配，更重要的是法治素養、價值信念等社會文化的變革問

題。而這一切的一切，都不是召開幾個月、幾十場司法國是會議所能立竿見影

的。唯有執法者能藉由這次會議的召開，重新省思、體認自己權力行使的正當

性基礎在於人民的授權，調整或重新打造出一個以服膺人權保障、憲政民主的

司法；而普羅大眾也能珍惜這次公民法治教育的歷史時刻，藉由各項公共論述

的開展、理性對話的進行，擺脫威權文化幽靈的糾纏，並作為今後安身立命、

面對公共事務的行為準則，則台灣離法治社會也就庶幾不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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